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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侧重商品市场化改革，土地、
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虽从以
行政主导的劳动分配制向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但仍面临劳资矛盾尖锐、大学生就业
难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3 个重要问题（Freeman，2014）。这些问题将成为阻碍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体系向高水平和高标准迈进的掣肘之一。

目前中国劳动力迁移政策已经从是否允许劳动力迁移转变为如何促进劳动力合
理、公正、畅通、有序流动。中国劳动力迁移将更多表现为区域间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的
优化配置。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分析 21 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特征
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在综述有关劳动力迁移决策的研究的基础上，从迁出地、迁入地及
两地间的互动关系三方面考察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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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梳理中国 21世纪以来劳动力迁移新特征和政策演变，
综述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结果显示，尽管决定微观个体劳动力迁移决
策的因素较多且各不相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迁出地土地要素的制约作用，迁入
地收入因素的吸引作用，以及迁入迁出地间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近 10年，城乡
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弱化了迁出迁入地的“推拉”作用，经济高质量发
展阶段则要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迁移向高素质人才的双
向流动转变。因此，劳动力迁移政策已从是否允许劳动力迁移转向如何促进劳
动力、人才畅通有序流动，这对未来劳动力迁移和流动提出了新挑战。据此，文
章从现实背景和重点问题两方面切入，提出未来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可能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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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劳动力迁移的新特征与政策演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
总量约为 1.5亿，且以省内迁移为主，占总迁移人口的 73.4%（Cai等，2003；Freeman，2006）。
在此期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应对国企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就业压力，出台了一
些限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以保护本地劳动者的就业稳定。

21 世纪以来，劳动力迁移已从计划性的永久迁移向市场性的临时迁移转变（马忠
东，2019）。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降低了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蓬勃发展，产生了大量劳动力需求，
引发了新一轮中西部地区农民到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就业的跨省流动潮（Facchini 等，
2019）。为了从供给侧回应劳动力需求的新变化，劳动力迁移政策开始致力于打破城乡
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积极鼓励劳动力跨地区迁移，力
图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国劳动力迁移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跨省迁移趋
势有所回落、迁移目的地更趋分散、回迁数量有所增加、新生代迁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显著提高、举家迁移和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迁移行为日趋明显等（Liang 等，2014；Zhao
等，2018；马忠东，2019；Wang等，2019）。为了应对这些新特征，中国从 2011 年起实质性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按城市（镇）类型和人口规模分类，逐步取
消、放开、放宽农村劳动力在城市（镇）的落户限制。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促
进劳动力迁移涉及户籍、就业、财政、教育、住房、城镇建设等多方面内容，仅靠户籍制
度单方面改革难以奏效。因此，为了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镇），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国家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配套实施了土地、财政和住房政策措施。这些配套政策统
筹协调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机制上保证了改革的全面
落实和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和形式受到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迁移政策的
影响，而这些政策变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引致新需求的积极反应。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
力迁移政策侧重于控制流动，虽然产生了城乡分割等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
挥了积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迁移政策经历了从控制流动到允许流动、
再到鼓励流动的渐进式演进过程，但未从根本上撼动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

近 10 年，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的全面推进，城
乡间制度、产业和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出现了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主要特征的城
乡融合式发展（金成武，2019）。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金融推动了落后地区
的经济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促进了中国区域间和群体间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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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张勋等，2019）。尽管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发展让改革成果可以更好地惠及全体
人民，但有可能弱化农村和落后地区居民的迁移意愿，从而对下一阶段的城乡和区域间
劳动力迁移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未来迁
移政策的重心不再是让不让劳动力迁移流动，而是转向如何促进劳动力合理、公正、畅
通、有序流动。

随着中国经济从低劳动力成本的粗放式增长向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不断
迈进，过去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区域、从传统到现代部门的单向劳动力迁
移流动模式将转变为城乡间、区域间、行业和部门间的双向人才资源迁移流动方式（汤
铎铎等，2020）。近年来，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地方政府间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这
不仅反映出区域经济对人才资源的迫切需要，也反映出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的数
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的新要求。因此，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
端，实现高素质人才的畅通有序流动与有效配置，以“人力资本红利”替代“人口红利”，
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动态特征（Bodvarsson等，2015）。
下面分别从迁出地、迁入地和两地间联系 3 个视角分析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一）迁出地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迁移行为是迁出地负向激励“推挤”迁移者的结果。Giles等（2007）研究发现，旱涝灾

害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迁移的重要因素。刘学军、赵耀辉（2009）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
越大，本地就业机会越少，迁移概率越高。王子成、赵忠（2013）发现，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的农户因缺乏获得稳定收入的土地资源而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吴方卫、康姣姣（2020）发
现，即使回流的农村劳动力也可能因农业经营收入不稳定而再次外出。从积极的角度
看，上述迁移行为也可视为应对迁出地负向因素的途径，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同时，
迁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变化也会正向推动农村劳动力的外迁决策。例如，改革开
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释放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为后续
大规模劳动力迁移创造了条件。吕炜等（2015）研究发现，国家对农机具购置补贴提高
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机械替代劳动力，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王
小增、王林萍（2020）研究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父母的覆盖降低了成
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从而显著提高成年子女向县外和省外迁移的概率。
“留恋”因素是人们对迁出地正向激励因素的主观反应。骆永民等（2020）利用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诊所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
业的意愿。“留恋”因素也可能是对制约劳动力迁移负向激励因素的消极反应。Mull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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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研究发现，土地特别是林地产权的不稳定是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务工的主要障
碍。Giles等（2018）发现村干部选举将影响农村集体土地的重新分配并增加土地产权的
不稳定预期，进而降低村民外出迁移务工的概率。陈媛媛、傅伟（2017）认为，承包地流转
成本增加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由于“推挤”和“留恋”因素
主要与迁出地相关，可视为劳动力迁移的供给侧因素。

一些研究从家庭特征的角度考察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的因素。Giles等（2007）
研究发现，老年父母健康状况不佳会阻碍农村成年子女向外迁移。贾男、马俊龙（2015）
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不可携带性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中老年人
的锁定效应高于青年人。Cai（2020）则认为，贫困户的信贷约束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迁移的重要因素。
（二）迁入地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
“拉引”和“远离”因素主要与迁入地相关，可以视为劳动力迁移的需求侧因素。由于

迁入地有更多增收机会，从而产生正向激励“拉引”迁移者流入。“拉引”因素包括迁入
地工资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税收负担较低、产权保护较好、教育资源较优、个人自
由及社会流动充分。相反，“远离”因素指让人们远离迁入地的负向激励因素，主要针对
迁移者而非本地居民，包括较严的迁移法律、较高的语言壁垒、较多的歧视政策、较低的
社会地位、较少的政治权力、较大的文化差异和较多的不确定性。

已有研究证实了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距是“拉引”劳动力迁移的核心因素，这与
二元经济理论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视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主
要动力一致。例如，Zhu（2002）证实了地区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内部迁移决策的重要
性。邢春冰等（2013）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对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迁
移概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表明个体劳动力迁移决策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是联动的。

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收入差距以外的“拉引”因素。夏怡然、陆铭（2015）认为，劳
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希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还希望享受教育和
医疗等公共服务。刘涛等（2019）发现，社会心理的融合比经济层面的融合更有助于提升
农民工在迁入地的居住意愿。王伟同等（2019）发现，劳动力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存在地
区代际流动偏好，出身地位较低但具备较强社会地位跃升能力的高技能人群会依据偏
好选择高代际流动地区进行迁移。Facchini等（2019）发现，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劳动力需
求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迁移到东部沿海城市务工的重要原因。

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形成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迁移，使城市劳动力市
场呈现城乡户籍、本地与外地户籍双重分割的特征，这是许多潜在迁移者“远离”迁入地
的重要原因（Meng等，2001）。90 年代起，中国户籍管理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改革促进了
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Chan等，1999；Meng，2012）。关于户籍改革对劳动力迁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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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研究观点不一。例如，陈钊、陆铭（2008）认为，户籍改革是实现城乡分割到城乡融
合转变的必要条件；孙文凯等（2011）认为，21 世纪初期的户籍改革并未显著促进短期的
农村劳动力迁移；周文等（2017）认为，只有土地和户籍的联合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力永
久迁移的城市化。此外，迁入地政府对外来劳动力设置了不同的落户门槛，影响其公共服
务可得性，成为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王子成、赵忠，2013；张吉鹏等，2020）。

除户籍制度外，中国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房价高企和教育限制等也是造成潜在迁移
者选择“远离”迁入地的原因。吴贾、张俊森（2020）发现，子女入学问题使农村迁移劳动
力返乡概率提高 11.2个百分点，这使城市损失可供利用的劳动力约为 1 270万。孙伟增
等（2019）发现，城市空气污染负向影响劳动力对迁移地的选择，高教育、已婚、非农户口
的男性劳动力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对空气污染的弹性更高。一些研究还关注房价对劳动
力迁移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劳动力迁移和定居的意愿。一方面，住房成本上
升显著抑制了低学历年轻女性劳动力迁入城市（张海峰等，2019）；另一方面，高房价会
挤出那些已经迁入城市但尚未购房的高技能劳动力（周颖刚等，2019）。
（三）迁入、迁出地联系对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21 世纪初期，中国六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借助迁入地的家人、亲戚、朋友、老乡等私

人关系在迁入地城市搜寻并获得工作机会（Long等，2017；Kinnan等，2018）。迁移网络作为
中国农民工搜寻工作的主要渠道，不仅降低了农民工的迁移和工作搜寻成本，其强弱还
会对迁移和搜寻行为产生异质影响（Giulietti等，2018）。郭云南、姚洋（2013）认为，祠堂和
家谱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可以有效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和就业机会；但
章元、陆铭（2009）认为，迁移网络的主要作用是配给工作，并不能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
衡价格，因而对提高农民工收入作用有限。近期的多项实证研究显示，通过迁移网络渠
道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更低（Fang等，2016；Long等，2017；Chen等，2018）。

迁入、迁出地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会影响劳动力迁移。鲁永刚、张凯（2019）发现，地理
距离和方言差异会阻碍中国劳动力的迁移，在空间距离上表现为对地理邻近城市的偏
好，在文化距离上表现为对方言相似城市的偏好。
（四）现有研究简评
从迁出地角度看，自然灾害和人口规模等因素导致的人均耕地和就业机会减少，归

根结底是劳动力在迁出地面临的就业和收入不稳定困境。要打破这种困境，一是提高迁
出地的生产效率，如过去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近年的乡村振兴战略都起
到提升农业和农村生产效率的作用。然而，农业和乡村工业现代化仍不足以吸纳因劳动
生产率提升释放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迁出地政府需积极协助农村劳动力自主有序
外迁，将外出务工的稳定收入和汇款作为农户的保险机制，这有助于解决农村贫困问
题。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个体因素，而制约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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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素则是土地产权不稳定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兼容，这也是实现畅通劳动力迁
移和流动目标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因此，深化土地产权改革和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是迁
出地政府协助农村劳动力自主外迁的重要抓手。

从迁入地角度看，劳动力迁移决策是就业、收入和房价等经济因素与子女教育、公
共服务和社会融入等非经济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因此，迁入地政府要想更有效地吸引
人才和劳动力，就需要提升竞争力、探索改革现有户籍制度，综合利用经济和非经济因
素，让人口落户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例如，2020 年宁波、苏州和广州率先探索的户籍准
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制度，消除了普通劳动者在一定范围内迁移后再次迁移的后顾之
忧。三地成功探索的经验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户籍同城化累计互认已成为
2021 年刚颁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的重要部分。

从迁入地和迁出地联系角度看，目前中国的迁移劳动力主要借助文化语言和社会网
络等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工作搜寻与匹配。尽管这些非正式制度为迁移者起到
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迁移成本的作用，但并不能有效提高其工资和收入水平，反而可能使
其落入低收入均衡陷阱。因此，一方面迁移政策应当鼓励劳务中介企业根据劳动力供
需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中的流动；另一方面迁入迁出地政府部门还可以通力合
作，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搭建招工互动平台，为劳动者和迁移者提供正式、
可靠和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整体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决定劳动力迁移的传统因素，如迁出地土地要素的制约
作用、迁入地收入因素的吸引作用和迁入迁出地间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近 10 年，城乡
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将减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阶段则要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迁移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
转变。对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未来将不再是坐等甚至限制落后地区
和农村迁移者的到来，而是应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引导劳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让人
才、劳动力按要素回报在城乡和地区间畅通有序流动（陆铭等，2019）。

三、研究展望

劳动力流动和迁移问题是国内外劳动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家庭和个人层面
数据的不断丰富，中国劳动力迁移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在讨论主题、分析范式、实证方法
等方面与国际密切接轨。尽管决定微观个体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较多且各不相同，但
总是可以从迁出地、迁入地及两地间的互动关系三方面进行分类考察。这意味着，有些
阻碍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因素需要改革迁出地的政策，如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和建设用
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政策；有些则需要推动迁入地政策的改革，如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劳
动力和人才落户积分互认政策；另一些还需要迁入迁出地的协调配合，如迁入迁出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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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户籍改革的联动政策。立足现有研究，结合中国制度背景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现实情境，本文认为以下研究方向和内容值得关注。

第一，在新兴技术和社会需求分化双重冲击的背景下，探寻和分析中国劳动力迁移
和流动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方面，新兴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的各领域
产生重大影响，其发展可能使部分工作岗位甚至部分传统行业消失，增加未来劳动力市
场的不确定性。然而，新兴技术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甚至新的行业，提高社会生产
力、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新兴技术对不同年龄、性别和技能类型的劳动力可能产生不同
的需求冲击。因此，新兴技术对各类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和职业部门及行业间的流动
会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外部经济需求不确定性增加和内部人口结构变
化、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动及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必将引起社会需求的分化。在“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围绕数字化生存需求的新业态、
新模式被大量激发，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以激活国内经济循环的需求动力，新兴服务
贸易向外生长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这些都将对中国劳动力迁移流动和劳动力市
场的健康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反之，劳动力畅通有序迁移和流动也将促进劳动力
和人力资本要素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发展，从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助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二，根据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新特征，研究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和人才竞
争融通过程中的重点问题。一方面，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的包容性发展虽然有效缩小了
城乡和区域差距，但也减弱了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迁移意愿。不仅如此，低技能和
大龄农民工还面临不能适应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问题，因而较难
转移和匹配至新的岗位、职业和行业部门。因此，在破除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制度障碍
的同时，重点是扫除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能力障碍”。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促进城乡间的
教育公平，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空间布局，实现城乡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同
步，对冲城乡区域间“推拉”劳动力迁移作用的减少。另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
求迁移和流动方式从低技能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向高素质人才的双向流动转变。目前，中
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地方政府主要利用奖励和补贴的方式竞争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
入，但存在“用引分离”和“忽视培育”的问题。因此，除利用经济手段激励人才跨区域迁
移流动外，提供优质培育平台激发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也应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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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ubway operation on the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By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dex of population and controlling for the endogenit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expansion of subway
scale has little effect o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urban population expansion. (2) The
subway makes the urban population more dispersed,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subway makes the urban built-up area ex-
pand. (3) The extension of the subwa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assenger flows, but not urban population. The in-
crease in passenger flows mainly comes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subway for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cision to build a subway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raffic demand and operating revenue,
rather than to attract more migrants and thus expand the size of the city. Although the subway does not help to expand
the size of a c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lleviate the urban disease of big cities,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 effi-
ciency, an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Jia Hanrui and Others·91·
Using the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data from 2002 to 2018, the paper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de-

compose the incom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family members within a family.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ra-family in-
come redistribution on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intra-fami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reduces the personal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by about 20%, and the impact is stronger in rural areas. (2) Children
contribute the most to reduce the income gap among the elderly, and grandchildren squeeze out the shared income that
the elderly receive from family members. (3) Due to th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pensions, the shared income be-
tween spouses is relatively high. It is the main form of intra-family income redistribution for the elderly not living with
children. (4) The elderly in the low-income group are more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the high-in-
come group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shared income between spouses. The pap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family”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 and calls for policies supporting family old-age support.

Digital Technological Change, Wage Increase and Firm Relocation Wei Xiahai and Others·104·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how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ects the firms’relocation inten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ention of relocation increases along
with wage increase, which confirms that the labour cost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firms’relocation decision. (2) Firms
apply digital technology for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ainly by substituting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s to reduce labor
employ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atching in labor market, which is t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rising wages on
costs. It reduces the likelihood to relocate, and forms a“digital dividend”that promotes enterprise upgrading. (3) In pri-
vate and export firms, the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relocation motivation is especially remarkable for
high labor cost firms. The paper provides relat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 Review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Yao Xianguo and Others·117·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ew feature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policy evolutions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 review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dividual migration decisions. Although various factors are relevant in individuals’
migration decision,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land tenure in the origin, the attracting effect of in-
come factor in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bridging effect of migration network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In recent 10
years,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reconciliation and regional balance has weakened the“push”and“pull”
effects between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lace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has transformed the migration
mode from one-way migration of low-skilled workers to two-way mobilities of highly qualified talents. Therefore, migra-
tion policy has shifted from the focus of restricting migration to promoting unobstructed and orderly migration, which will
bring challenges of labor mig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points ou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perspectives of the reality and ke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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